題目：傳承與治理－Geremie Barmé及其中國研究

一、研究動機：
　　1976年文化大革命隨毛澤東的去世而接近尾聲，文革期間操作以階級鬥爭為綱之群眾運動，使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陷入混亂與失序的狀態。1982年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二大」宣布，今後中國大陸發展的方向，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共在文革已然認識到，必須基於生產力低落的現實，並且只能從中國既有的社會主義基礎上進行調整與改變既有制度，蘇聯模式不能繼續作為典範；至於毛澤東時代民粹式共產主義典範，當然也需要轉移，亦即中共藉此機會重新評估自1949年以來到文革後中國社會的現實情況，並於此基礎上揚棄上述兩種模式，以求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路。

　　值此重新界定社會主義之內涵與實踐方式之際，亦即毛澤東時代結束後意識形態與權力鬥爭是圍繞著兩個問題而展開──中國現實為何；何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兩個問題的提出，在於釐清中國現處於社會主義哪個階段與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即為中國共產黨官方對這些問題的回答。
《鄧小平文選》內容包含1982至1992鄧小平重要的文章與講話，書中對中國文革期間所累積的經驗作了總結，並且串起了一個從現實邏輯出發追求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主軸論述（李英明 2003, 23）。
準此，1987年的「十三大」正式確認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在意識形態上對發展階段的定位，在思想上使計畫與市場能並存於中國經濟。此後一直至今日，市場的力量擴及中國社會各層面，影響了他國與中國之關係。

　　面對中國自清代以來內部發生一連串的變化，外界經常辯論中國社會是否從量的變化，已經到產生質的變化之地步？
無論如何，這些變化正持續改變外界對中國的看法。事實上，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吸引了西方世界的目光，中國似乎在成為外界可以了解、想要了解的對象。由於人們對他人的了解是從自身出發，意即他人是否可以被認識是受限於個體的經驗，當中國追求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旁觀者借用西方現代化典範來預測中國的行動與未來發展也就理所當然。中國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放入西方的研究視野，重新被認識。不過，這對作為現代化原型的歐美國家來說容易，但對於積極追隨歐美國家而看似現代化成功的日本與澳洲而言，相對上就不是那麼理所當然。關於日本的近代化如何影響日本對中國的看法，已有相當文獻


，然而對於急起直追的澳洲中國學界運用現代化概念評估中國時，出現過哪些與眾不同的看法，學界尚未有充分的整理。
　　澳洲位於南半球，地緣位置接近中國，但由於殖民之故，澳洲在文化認同上是傾向英國或西方，對中國或東方是採取排拒與歧視的態度，白澳政策
即為具體之表現（曾彥中 2009；葉貞伶 未定）。此政策顯現出澳洲對中國或亞洲的拒斥，地理位置與文化認同的差異造成澳洲面對東方表現出焦慮與不安。在美蘇冷戰的格局下，這樣的焦慮被轉化為對立與猜疑，對中國的研究也是出自認識敵人之需求。隨著1980年代東亞與東南亞經濟的發展，澳洲開始將自身放回地緣位置上的亞洲，重新定位自己與亞洲鄰居間的關係。

　　2010年澳洲前總理陸克文在澳洲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成立儀式上表示：
澳大利亞必須繼續不斷地審视和重新評估對中國的認識與理解。我相信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白杰明教授提出「後漢學」的概念恰逢其時。

伴隨中國在亞太地區與全球事務之角色日益增重，澳洲政府將投資35萬美金建立中心，並提供18.1萬美金興建新的研究大樓。
澳洲政府斥資興建中華全球研究中心，該中心之研究將相當大程度影響澳洲政府對中國的認識與理解。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 現為中華全球研究中心的負責人之一，同時亦為後漢學研究思維的倡議者與代表學者。從網路上搜尋白杰明，可發現中國大陸對其或怒或罵，有人指稱其是帝國主義者；有人認為其言論嚴重扭曲中國
，然白杰明自認是華人，而不是外國人。白杰明的研究以文化之角度，從側面記錄中國檢討其現代化，故正是基於對現代性的反省而開展，並抱持對現代性懷疑的態度認識中國之發展，是否因此而引發如此大的波瀾？
二、研究背景：

（一）白杰明的生平

    白杰明出生於澳洲雪梨，現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負責人，同時擔任亞太研究中心所出版之線上期刊：China Heritage Quarterly的共同編輯。白杰明的研究範疇主要為1949年後的中國知識份子與文化歷史，除學術研究外，亦參與相關影片之拍攝，紀錄1949年共產黨統治中國後所發生的兩個重大事件：文化大革命與天安門事件。

　　白杰明於澳洲國立大學主修中文與梵語，在1974年文化大革命期間以交換學生身分來到中國復旦大學，恰巧碰上了中國當代最不可思議的政治生活。學校課程主要皆與階級革命和共產主義相關，如魯迅之著作、水滸傳等。校內發送關於批判林彪與孔子的小冊子，同學間以共產主義的觀點討論布爾喬亞之權力與批評資本主義。復旦大學的正門有著斗大的標語，引述毛澤東所說：「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提醒每日往來的學生、民眾信奉共產黨階級鬥爭的路線。

　　除標語外，政治也滲入每日生活中。當時的中國媒體擔心外國人士若閱讀地方新聞，將可能獲知國內的機密，因而限制外國人士所能閱讀的刊物。白杰明初次閱讀中國出版的刊物時，是充滿困惑與不解，解讀中國刊物需要學習與生活經驗的積累。以報紙為例，每日所有報紙頭版皆是加框粗體的毛主席最高指示，毛主席的指示如神諭般難解與曖昧不清。在中國室友的指導下，白杰明「學會」轉譯毛主席每日難懂的發言與指示（Barmé 2002, 2）。從字體的大小、粗體斜體、何種字體到橫向或縱向的排版，標題包含了無盡的暗示。報紙上的照片亦是如此，不能僅限於眼睛所見，照片的刊登與拍攝都蘊含特殊意涵在其中，而其意涵是留予讀者自行想像。藉著訓練與學習，才能讀懂中國當時的報紙，還原共產黨所隱藏與扭曲的政治訊息。

　　白杰明在中國求學期間曾受到勞動改革，被送至遼東半島採收將出口到蘇聯的蘋果（Barmé 1999, xi）。1977年白杰明離開瀋陽的勞改營至北京，在當地結識了許多中國的知識份子與藝術家，如楊憲益、丁玲、吳樹光等。滯留北京時，他曾向南京申請復學，然而卻為當局所拒絕，認為其為無政府主義的資產分子。眼見無法繼續學業，白杰明到了香港擔任期刊的英文編輯，也為香港大公報撰寫文章，同時亦和同事共同翻譯中國文革後所發生的故事。毛澤東去世後，中國開始一連串的去毛澤東化、平反冤家錯案，中國文化圈又開始熱絡了起來，於此時空背景下，在香港從事出版工作的白杰明與中國及香港的知識份子有所來往。魏京生被判反革命罪後，白杰明決定離開中國將研究領域轉向日本，但1980年至1983年，他仍持續為香港出版社撰寫諷刺和文化評論之文章，亦翻譯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一名徳裔猶太人生活於多元文化的澳洲，加上參與了中國當代最具規模的政治活動—文化大革命，這些日常經驗與人生經歷生成其觀點與立場，從而影響他對中國之研究。

（二）後漢學（New Sinology）

　　早年接觸中國之經驗使白杰明對中國的認識不同於其他澳洲漢學家，文化大革命期間以階級鬥爭為名，動員民眾、學生以及知識份子參與政治活動，對來自澳洲的白杰明是新奇且不可思議的；是需要透過訓練而非自然而然的。影響所及，至今他開始提倡後漢學，重視藉語言、歷史的學習融入中華文化，而白杰明本身即為此種研究思維的實踐者。2005年白杰明與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同僚創立線上期刊China Heritage Quarterly（中國傳承季刊），作為中國傳承研究計畫
的發表空間，期刊內容與核心價值為白杰明所提倡之後漢學（New Sinology）。
由於研究計畫的執行且擁有發表空間，後漢學在澳洲學界逐漸形成一學術社群。曾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攻讀中國文化、文學的澳洲前總理陸克文，宣布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成立中華全球研究中心，在成立儀式中表示研究中國當依循後漢學原則。

　　後漢學是對澳洲過去中國研究進行反思後所提出的研究思維，有別於過往出於經濟利益、戰略考量的中國研究，白杰明所提倡的後漢學認為應出於對人類文明關懷的立場進行研究，鼓勵各種角度與研究取徑，而非侷限於以利益為研究動機。中國研究的必要與重要，是出自其對人類文明之貢獻以及對世界各文化的影響力。
白杰明提出「文化交疊」的思維做為一種新的身分思考方式，各種文化在世界擴散影響著人們，使得每個人事實上都受到複數文化的影響（轉引自曾彥中 2009, 75）。

拜現代社會傳播科技發達之故，人們受到各種文化的影響，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協助建構或解構不同的文化。於此觀點下，中華文化非是僅由生於中國、居於中國的人們所生成，而是所有人都有可能參與中華文化的建造，無論是強化既有結構或創造新的行動範本。後漢學定義下的華人，不限於地區（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台灣）或國籍，而是視行動者對中華文化塑造的參與，故一名澳大利亞白人可以是西方人同時亦為華人，因行動和參與對其他文化與自身文化認同產生影響，從而使個人透過文化產生之身分認同具有流動性。藉著文化交疊作為研究者的身分想像，一方面承認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相互建構；另一方面則鼓勵研究者深入了解與參與中華文化。

　　在參與的前提下，由於語言蘊含特定的文化脈絡與社會背景，成為了解在地文化的重要工具。語言被用來指涉事物或對象，指涉與被指涉兩者間的關係並非是固定而是具有任意性，只有在特定的歷史、情境與文化慣例實踐下，才會暫時被固定下來。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確認語言和其所指涉對象之關係，生產與再生產事物的意義。換言之，研究者亦參與了意義的製造，無論是再生產既有的連結或者是創造新的關連。另一方面，由於語言與指涉事物或對象的不確定性，研究者唯有了解該社會的歷史與文化才能理解語言所包含之意義。語言因而作為建構、理解文化歷史的媒介，而非是窺探中國或華語世界秘密的工具。知識份子、學者、個人與文化間的對話，皆因有共通的語言與意義系統而不受背景、種族、地理環境等限制，個體藉彼此的互動而參與地域文化的創造，使後漢學的研究範圍與對象擴及所有使用中文或進行中國研究者，探討他們對華文語系（Sinophone）文本與意象的塑造以及意義建構的方式，試圖對當代中國有更全面與細緻的描述。

　　前澳洲總理陸克文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成立儀式中表示，澳洲一直以來有許多研究中國議題的思想家與作家，他們都十分清楚對中國的了解必須基於對其過去歷史、文學以及哲學的認識。由於中國未來可能扮演的角色未有定論，更須於各層面與中國加強接觸，深化對中國的了解。因此，對中國的態度應該超出反華或親華之冷戰概念，以後漢學的研究思維超越過去的二元對立，而後漢學研究將依循諍友原則，不畏公開辯論，但最終目標是尋求理解與共識。

　　諍友一詞顯現後漢學研究幾項原則。諍指直言糾正、規勸，諍友則指能直言勸止自身過失的的朋友。孔子於《論語季氏篇》闡述朋友之類型，將對自身有助益者的朋友有三種類型，分別為：「友直，友諒，友多聞。」孔子於此雖未用諍友，但其意涵相等於友直，即忠言直諫的朋友。諍友在政治制度中體現為諫官，韓愈＜爭（諍）臣論＞明確地指出諍臣之角色，諍臣當明道而非以直加於人，其應當闡明道理而非自認直率去揭露或攻訐他人過失。由於職責之故，諍臣也是君主的諍友，諍臣代表道統的力量並對政統加以牽制，批評時政指正君主的過失，諍友的意涵與實踐須置於政統與道統之關係下進行理解（何包鋼　2011：69）。以諍友為原則的後漢學，顯示後漢學之研究尊重中國既有的文化與歷史，以古典（文言文）、現代（白話文）中國語言和著作為學術研究基礎，也追求研究方法與學科的多元。另一方面，諍友作為從事研究之原則時，除表示雙方關係對等外，亦強調研究者的反思性與批判性，當其中一方有過失時，另一方有直言告知的義務。因此，研究中國、學習中國語言、文化和思想系統是避免成為政治正確的中共官方觀點的翻譯者（Barmé 2008）。
在後漢學的研究思維下，研究者非是單純的翻譯中國，而是透過自身的語言能力與對中華文化的理解轉譯中國，過程中研究者既是在強化中華文化亦是在豐富中國與中文世界。
三、問題意識：
　　從過往對澳洲學者的研究觀之，澳洲學者大多將中國拆解為各省與地區，藉著對各區域之研究組合成一個多元的中國，如馬克林（Colin Mackerras）對中國少數民族之研究即體現將研究標的中國視為國協，少數民族則是構成國協的一部分，在中國整體內發掘少數民族個體的特色，透露強烈的國協意識（黃有彤 2010）。對自身國家的認識影響了澳洲學者對中國整體的理解，連帶影響了他們看待中國內部組成分子的方式。在對西藏研究中，澳洲研究者深入西藏地區發現西藏情勢演變不能僅從國家－地方的角度觀之，還須考量細部因素（吳宗翰 2011）。澳洲學者除深入中國地方進行研究外，更賦予地方主體性，認為各地方的主體性構成一個多元的中國，若缺少或忽略了這些地方特色中國將不再完整。古德曼（David Goodman）在其著作中也強調地方研究在中國研究中的重要性，應從省級甚至是更地方的層次研究中國，如此才能完整探究中國的樣貌（葉貞伶 未定）。即便澳洲學者間沒有形成強勢的學術典範，但澳洲學者對中國的研究仍間接地將澳洲自身的狀況投射於對中國的研究中。
　　然而，白杰明從《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到《Shades of Mao》所關心的，都圍繞著中國需要甚麼樣的文化進行問答，他紀錄共產黨官方的回答、知識份子的回答甚至90年代後大眾也參與這個討論，白杰明並沒有明確地回答中國需要什麼文化，但他在著作中以上述三方為行動者，紀錄他們之間的討論並觀察三者的互動模式。由此可看出地方研究觀點與白杰明的差異，前者傾向在地方中發現中國，即從地方的特徵推論到中國整體；白杰明則是自基層出發，從構成整體中國文化最基層的個體能動意識中，去探尋文化背後組成的分子及其過程。不過，白杰明與其他澳洲學者對於行動者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之關懷則無太大的差異，藉著研究地方或個體探尋中國結構下行動者行動的可能。
到了2002年的《An Artistic Exile: A Life of Feng Zikai (1898-1975)》白杰明更試圖藉對畫家豐子愷
半自傳的描述，提供個人在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主流文化之外另外的選擇。

　　關於中國需要甚麼樣的文化，應該要有甚麼樣的文化的問題，在象徵現代化的五四啟蒙運動之後顯得日益重要與尖銳，1966年起的文化大革命、1976年的四五運動、1980年代的文化熱與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等，皆形同是同樣的問題進行回答與實踐。文化關乎社會的共通意義，不同社會間的區隔感往往是建立於此之上，屬於同一群體的人們即是在此基礎上區辨所屬的群體與其他群體的不同；一旦此一基礎因故動搖，立即影響到群體的內聚力。比如在清末，中國受外力衝擊而使知識份子開始反省中國文化，政治社會中充滿了衝突。其中，五四啟蒙運動即為此種反思下之實踐，並同時帶動了文化與政治變遷。對文化的討論是透過反省中國既有的生活方式、社會運作而開展，尋求藉文化之變遷進而改變社會。因此討論中國需要甚麼樣的文化，實際上是在探尋中國社會應該朝什麼方向改變。
　　1949年共產黨取代國民黨指導中國前進方向，1978年改革開放後市場的力量造成中國社會各層面的改變。然而不論姓社或姓資，白杰明在”To Screw Foreigners Is Patriotic China’s Avant- Garde Nationalist.”一文指出，
無論未來的經濟與政治現實如何發展，重要的是我們都應該認識到形成跨越整個政治光譜的中國人基礎的文化態度及意識，今天已為黨的宣傳重新塑造過，並且反映著深深的挫折感及不可抗拒的民族企圖（Barmé 1996, 208）。
中國今日之文化不是生成於日常生活而是受中國共產黨形塑，形成當代中國人跨越左右共通的認知。這樣的文化意識並不是無中生有的創造，而是統治者考量當時情勢而有意識地從既有文化擷取特定的文化要素，因應特定時空背景詮釋這些符號，由於他們據有文化與政治資源，經此創造的符號得以更順暢地傳播。被塑造出來的文化不僅因傳統已經成為人們的生活慣習而根植於日常活動，更與外在環境有意或無意地相互呼應，指引文化朝特定方向前進，詮釋被喚醒的傳統或傳播中的符號。
　　文革雖然結束，並非意味中國共產黨將手抽離文化領域，而是藉著重新論述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定位，將之視為病變，只要加以剔除後，便可使中國社會回歸常態。藉此文革結束與切割的話語，中共維持了政權和體制在論述層面的完整與延續。
類似文化轉型的完成並非是僅僅是官方意識形態策略使然；或許更為重要的，是一次由菁英知識份子所參與的成功的話語實踐，一次有民眾由衷參與的文化霸權的建立（戴錦華　1999, 10）。
80年代以後共產黨不再是中國文化唯一的論述者，知識份子、民眾都成為該場域的行動者，遊戲規則是建築於三方的共通認知，新的統治方式從史達林式的強制統治，轉為後史達林式的軟性監控審查。
技術官僚重新規劃社會契約，在新的社會契約中，共識代替了強制；合作瓦解了批判。審查不再是由笨拙的政治機構來進行，而是成為藝術家、觀眾讀者和政治人員共同參與合作的結果（Barmé 1999, 7）。
白杰明援引匈牙利作家米洛克什‧哈拉茲梯（Miklos Haraszti）的分析稱此種軟性監控審查為天鵝絨監獄（velvet prison），從鐵牢轉為舖滿天鵝絨的牢籠，在這個牢籠中壓迫與自我壓迫都變成一種高級藝術（Barmé 1996, 7），包括統治者也在其中享受囚禁。當代中國即為佈滿符號的文化牢籠，共產黨雖非文化場域的唯一行動者，但當代中國文化之發展皆帶有特定的意向性，有助於維持共產黨之統治，也拘束共產黨的統治空間。本文擬以文化治理之概念為軸，整理白杰明中國研究之文獻，以了解文化與治理之間的關聯及白杰明稱之為天鵝絨監獄（velvet prison）的當代中國。
四、文獻回顧
    1949年共產黨取得中國政權後，藉著排除其他外來文化或思想的干擾，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基礎創造其統治的正當性，其正當性是建立於反西方、反傳統之上。蘇曉康認為若沒有此基礎為前提，之後的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造神運動都是不可能的（1991, 25）。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給人一種文化本土化與愛國主義的形象，然而他認為實際卻是中國歷史上罕見消滅一切文化的暴力集團。在將文化大革命定位為封建法西斯專制的時代後，文化大革命便匆匆離開歷史舞台，充其量是中國社會中的病變而已經遭到剔除，如此以維持中共政權與體制的完整及延續。藉著突顯特定論述，中共重新建構群眾對文革的記憶。
戴錦華（1999, 9）描述中國民眾對文革的集體失憶是如何發生，她發現「法西斯」一詞在80年代從論述文革的過程中逐漸消褪，由於法西斯是現代概念，若將文革界定為法西斯，如同暗示文革為現代社會之悲劇，那便不能說文革是中國無盡循環歷史的封建悲劇。於是，文革的「封建專制」性質開始得到刻意的突顯，讓關於文革的記憶，從對現代中國的思考，轉移至對傳統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批判。

自1949年後，中共持續對文化進行定期的清洗；改革開放後隨市場力量的介入，文化場域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然而持續未變的是自共產黨取得政權以來，對傳統文化的批判。
　　根據楊小凱（1991）的分析，電視劇《河殤》所代表的新思潮，事實上是共產黨文化發展的延續。
新思潮認為共產黨繼承中國文化傳統，而該傳統是不利現代化的，可見四人幫的垮台，沒有改變「批封建主義比批資本主義」更重要的立場（楊小凱 1991, 169）。
共產黨文化的特徵之一即為反傳統，楊小凱比較國民黨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政府之體制，認為共產黨的體制與中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亞洲四小龍的政治體制類似中國傳統的開明專制，而無產階級專政完全是不同的體制。新思潮不僅在批判傳統上繼承了共產黨文化；同時也延續了共產黨的文化形式。《河殤》中充斥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而缺少了反對者之意見。
　　綜上所述，中國文化佈滿塗改之痕跡，不斷抹除與寫上新的論述，從以國家之力修改文化論述到自認對共產黨文化反叛的新思潮，可以看到文化場域的行動者增加，但這些行動者仍遵守著相同的規則。班奈特（Tony Bennett）將文化視為與社會規約管理相關的一個獨特的治理領域，有其制度化的治理關係

（古明君 2008, 154-155）。班奈特受到傅柯治理性概念之影響，將文化視為一個可被治理也可用於治理之領域，當如何治理文化成為一個問題時，應運而生的是一套治理技術、知識論述與制度。文化之所以需要被治理，是由於文化是一種社會群體生活的規範，其構成方式對葛蘭西而言，是由霸權主導將對特定群體有利的社會規範強加於所有人。霸權涉及教育與獲得同意，而非血腥的暴力與脅迫手段，暴力雖然仍是國家控制社會的手段，但在相對承平時期，國家傾向以意識形態整合社會。換言之，國家能透過教育與社會契約的簽訂將意識形態根植於個人，使之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規範，達到社會整合的目的。因此，權力來源在葛蘭西理論中是相當明確的，藉由辨認出霸權，人們可以對未經反省的日常活動進行反思，進而導致從屬階級對霸權的全面反抗。
相反地，對傅科而言，單一來源的權力並不存在，權力應是分散的與相互衝突的，並且因文化的區域及相關的特殊科技而有差異（Chris Barker 2010, 529-530）。

班奈特指出之所以從葛蘭西轉向傅科的原因在於，在當代社會已經無法辨識出現代治理形式下權力關係的毛細網絡，當權力的行使以不可見的方式進行，瀰漫在社會關係內；潛藏於日常活動中，意味著人們難以辦別權力來源，因而亦無從抵抗。
這也就表示我們應該要放棄在權力之外尋找會反抗它的來源，取而代之的是要找出權力運作本身所製造出的不同的抵抗形式（Bennett 1992, 399，轉引自John Hartley 2003, 191）。

權力不以單一向外擴散的方式存在，並非代表統治的消失而是統治改以另一種方式行使權力。治理性如同一種權力漩渦，將整個社會中的公私部門、國家機器與市民社會捲入其中。
　　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治理的問題與國家理性相互連結，從封建體制邁向主權國家且衝突不斷的宗教改革中，「如何管理自己、如何被管、如何管別人、誰可以管理民眾、如何成為最佳的管理人選」等等問題一一浮現，宗教權威因教會間衝突不斷而逐漸失去正統性，不僅無法再賦予君主統治的神聖性，同時也使人民需另覓方式獲得永恆的救贖。國家代替了教會，除在精神上引導人民外，也需妥善的處理民生經濟問題維持自身已喪失宗教加持的統治權。君主漸漸轉型為經營、管理者，而非天生的統治者。至此，治理需在向上與向下兩個方向建立連續性：君主需學習管理自己的生活，並根據這些經驗治理國家；身為一家之長的父親則藉著以君主為模範學習管理自己的家庭，教導自己的小孩。個人管理自身與家庭的方式便與社會產生連結，影響個人與家庭外的行為。
治理國家就意味著施行家政，在整個國家層面建立家政，也就意味著對國家的居民，對每個人和所有人的財產和行為實施一種像家長對他的家務和財產一樣的專注和控制（Foucault 2010, 80）。

統計學之運用與經濟概念的重置使國家治理的焦點自家庭移轉至人口，透過統計學揭露出人口有自身的規律性亦會造成特定的經濟效果，治理轉而關注經濟效益以及人口問題。

班奈特詮釋傅柯治理之概念並運用於界定文化之概念，將文化領域視為由管理所構成。
文化鑲嵌在治理關係的歷史條件之中，它透過技術、美學與智識文化的政體等方式管理擴張的人口，因此，或許我們應該將這樣的過程視為社會生活的治理化（Bennett 1992, 26-27）。
文化的功能是在於管理人口，亦屬於治理藝術的一環。換言之，文化不僅是管理的工具也是可治理的領域，在治理與被治理的定義下文化研究因而出現新的研究對象，由於具有生產文化指導人民生活之功能，文化政策被納入研究議程中。
　　即便班奈特似乎是倡議將文化政策列入文化研究中，但是他直接涉及文化治理這一名詞的作品並不多，其著作大部分是將文化與治理性分開討論。吳彥明認為文化治理實際是一個概念黑洞，吸納了文化政策、政治經濟學、文化霸權、文化政治與生活風格等。班奈特指出核心問題在於文化與治理交互關係的理論化不足（吳彥明 2011, 185）。古明君亦認為治理性較似一個傘狀的概念，而不是具體的研究範疇，藉著界定分析層次，發展更細的概念工具，將有助於文化與治理交互關係的理論化。文化治理的研究可分為幾個層次：1.對文化的治理：將文化領域和文化活動視為治理的對象，關注文化的生產、分配所進行的管制與調控的治理技術；2.以文化為治理手段，意即透過文化達到治理目標；3.分析與文化治理及超乎文化治理之外的其他治理性之性質或轉變的關聯（古明君 2008, 155-156）。從上述分析層次觀之，白杰明的中國研究傾向第一種分析層次，探討當代中國文化的生產過程以及過程中行動者的互動關係，至於在這樣生產關係下產生的中國文化，能對中國共產黨的治理有甚麼樣的作用，涉及到第三種層次的分析。

    古明君以第一種分析層次，分析圍繞中國文物管制規約形成過程的行動者，以及所產生的制度實踐與變遷；用以解釋20世紀初到1960年代文革爆發前和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與文物相關的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的制度性關係。中共建政之初，便對文物的治理形構了一套包括知識、專家、官僚制度三者的體制，藉自意識形態上壟斷對文物的定義，黨中央得以對文物設定意識形態與社會功能，使文物能為社會主義服務。同時，也建立起一套受國家控制管理文物使用、詮釋的文化與行政機構。在改革開放期間，文物合理利用成為文化治理新的問題，這個問題衍生自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變動，中國各地方出現不同的文物體制，古明君將其歸因為市場與商品化之力量。白杰明亦指出市場與商品化的力量改變了中國大眾文化的發展，大眾文化憑藉市場經濟而興起，但市場可能化解了大眾文化所包含的異見與批判力。由此觀之，改革開放為中國文化治理轉變產生轉變的重要因素，準此，本文對白杰明研究中國文獻的整理也擬採以改革開放即文革結束後為分界點。
五、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方法

　　本文聚焦於澳洲學者白杰明，藉著整理與歸納其著作勾勒出白杰明對中國的認識，所使用研究方法為質化研究法，主要目的是對於被研究者的個人經驗和意義建構作解釋性理解，即研究者藉由自身的經驗轉譯被研究者的生活經驗和意義建構。以文本分析的方式，在初次閱讀白杰明著作後，找出文化治理為其研究之主要軸線，並依此軸線整理其論述。從白杰明之著作與相關之文獻可發現改革開放對中國治理方式之影響，因此又將以其作為文獻整理之分界點，歸納20世紀初到文革爆發與1978年改革開放後，圍繞中國文化問題的行動者間的互動。

（二）章節安排
第一章、緒論：本章包含研究動機、研究背景、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
第二章、文化治理、治理性與中國：討論傅柯治理性之概念與文化間的交互關係。
第三章、二十世紀初到文革期間

第四章、改革開放後

第五章、結論
參考書目
中文

李英明，2003，《閱讀中國》，台北：生智。
戴錦華，1999，《鏡城地形圖》，台北：聯合文學。
羅世宏主譯，Chris Barker原著， 2010，《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

王君琦譯，John Hartley原著， 2009，《文化研究簡史》，台北：巨流。

錢翰、陳曉徑譯，Michel Foucault 原著， 2010，《安全、領土與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曾彥中，2009，＜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以安戈與何包鋼的學思歷程為例＞，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黃有彤，2010，＜在整體中發掘個體：馬克林與他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吳宗翰，2011，＜西藏問題研究視野下的中國認識：以印度與澳大利亞為比較對象＞，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蘇曉康，1991，＜當代中國的文化緊張＞，載於《中國大陸當代文化變遷》，陳奎德主編，台北：桂冠，21-35。
楊小凱，1991，＜評《河殤》代表的新思潮＞，載於《中國大陸當代文化變遷》，陳奎德主編，台北：桂冠，169-182。
古明君，2008，＜文物之用？：中國文物體制的形構與轉變＞，《台灣社會學》，16：149－192。

吳彥明，2011，＜治理「文化治理」＞，《台灣社會研究》，82（6）：173－204。
何包鋼，2011，＜諍友能否成為一種外交原則＞，載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23（2）：68－80。
王小東，1999，＜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民族主義＞，載於《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宋強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英文

Geremie Randall Barme. 2002. An Artistic Exile:A Life of Feng Zikai (1898-197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eremie Randall Barme. 1999.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eremie Randall Barme. 2008. The Forbidden City. London: Profile Book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eremie Randall Barme. 1996. Shades of Mao: The Posthumous Cult of the Great Leader. NY: M.E. Sharpe.
Geremie Randall Barme. 1996. “To Screw Foreigners Is Patriotic China’s Avant- Garde Nationalist.” In Chinese nationalism. Armonk, N.Y.: M.E. Sharpe, 183-208.
Bennett, Tony. 1992. “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s. L. Grossberg, C. Nelson & P. Treichler. NY: Routledge. 23-37.

網站

陸克文，2010，＜澳洲總理陸克文於第七十屆莫里循講座之演講＞，http://www.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pmspch2010.html，檢索日期：2011年9月22日。

陸克文，2010，＜澳洲總理陸克文於中華全球研究中心成立之演講＞，http://pmrudd.archive.dpmc.gov.au/node/6782，檢索日期：2011年9月22日。

Geremie Randall Barme.，2008，＜Worrying China & New Sinology＞，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articles.php?searchterm=014_worryingChina.inc&issue=014，檢索日期：2011年9月14日。

� 馬克思主義者偏好以一個物理化學變化為譬喻，闡釋社會的改變。這個譬喻為煮沸的水壺；當水煮沸時，水溫會漸漸地上升，但到了特定溫度，水就突然地變成水蒸氣。溫度上量的變化變成狀態上質的改變。「中國社會是否累積了足夠的熱能，而面臨社會根本的變動？」這類討論是建立於直線史觀之上，然而各方對歷史發展的模式看法不一。改革開放即是中共為補救中國社會在熱能尚不足（缺乏馬克思認定社會主義革命所必須的社會與物質條件），便發生革命所採取的彌補方式（李英明 2003, 25-27）。隨中國經濟的成長，這類討論轉移至中國是否會如西方現代化典範般，因量的變化（經濟成長）而產生質的變化（民主化或轉為資本主義國家），而當中又涉及現代化典範是否具有普遍性的辯論。相關的討論如：章家敦原著，閻紀宇、侯思嘉譯，2002，《中國即將崩潰》，台北：雅言文化；黎安友原著，柯洛漪譯，2000，《蛻變中的中國》，台北：麥田；俞可平、黃平、謝曙光、高健主編，2006，《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超越華盛頓共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例如：孫歌，2001，《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台北：巨流；溝口雄三原著，林右崇譯，1999，《作為方法的中國》，台北：國立編譯館；子宣安邦原著，趙京華譯，2004，《東亞論－日本近代思想批判》，長春市：吉林人民；石之瑜編，2007，《近代日本對華思想》，台北：翰蘆。


� 白澳政策指允許歐洲白人，但拒絕或限制亞洲人和大洋洲人移民到澳洲的種族歧視政策。


� 崔中則，〈國外中國研究與世界的中國性〉，《中國圖書評論》網頁。� HYPERLINK "http://www.cbr.org.cn/mag/articles/0709/1323.html" ��http://www.cbr.org.cn/mag/articles/0709/1323.html�，檢索日期：2009年7月6日。


� 陸克文，2010，＜澳洲總理陸克文於第七十屆莫里循講座之演講＞，� HYPERLINK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pmspch2010.html"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pmspch2010.html�，檢索日期：2011年9月22日。


� 陸克文，2010，＜澳洲總理陸克文於中華全球研究中心成立之演講＞，� HYPERLINK "http://pmrudd.archive.dpmc.gov.au/node/6782" ��http://pmrudd.archive.dpmc.gov.au/node/6782�，檢索日期：2011年9月22日。


� 請參閱：王小東，1999，＜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民族主義＞，載於《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宋強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作者推測這一計畫執行之動機，可能是白杰明有感於中國自五四啟蒙運動以來，反傳統文化造成既有的中國文化逐漸流失，而試圖對中國歷史、古蹟加以保存與紀錄。


� 中國媒體多將其翻為：新漢學，白杰明則稱之為後漢學。


� 曾彥中，2009，＜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以安戈與何包鋼學思歷程為例＞，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Barmé，2008，＜Worrying China & New Sinology＞，� HYPERLINK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articles.php?searchterm=014_worryingChina.inc&issue=014"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articles.php?searchterm=014_worryingChina.inc&issue=014�，檢索日期：2011年9月14日。


� 豐子愷（1898－1975）現代畫家、文學家兼翻譯家、藝術教育家。早年曾同李叔同（弘一大師）學習繪畫、音樂，深受其佛學思想影響。五四運動後，開始進行漫畫創作。早期漫畫作品多取自現實題材，帶有「溫情的諷刺」，後期常作古詩新畫，特別喜愛取材兒童題材。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委員，於文化大革命中被批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後在1972年平反。


� 請參考：羅世宏主譯，Chris Barke r原著，2010，《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


� 請參考：王君琦譯，John Hartley原著，2009，《文化研究簡史》，台北：巨流。


� 請參考：錢翰、陳曉徑譯，Michel Foucault 原著，2010，《安全、領土與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請加註


�了解。


�這個…


�哪樣的行動？


�藉著突顯特定論述，中共重新建構群眾對文革的記憶。�


�我看不懂你要表達什麼，我根據我的猜測改寫，若不對，請你重寫。


�好。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看不懂？如果你也不確定，就不需要引述，或生硬翻譯。


�我想在此可看出班奈特受傅柯之影響。對傅柯而言，治理性並非源自國家機器，後者只是其中之一而已，甚至被納入治理的權力漩渦之中，治理性反而像是一種權力的中心，它是一套擴散至整個社會中公私部門、國家機器、市場與市民社會的技藝劇碼（吳彥明 2011,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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